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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WTO 框架下，《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 协定》）对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

补贴问题形成了普遍约束。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SCM 协定》协调的关键在于“专向性”。但不

同类型科技创新政策的合规风险也存在差异。而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发达国家对

华技术限制的加强以及多边补贴规则改革的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补贴问题还将面临新的挑

战。本文同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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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补贴规则下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黄　宁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近年来，中国产业政策的补贴问题引起了较大

的国际争议。而由于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提升，中

国科技创新政策的补贴问题也成为发达国家关注的

重点。中国欧盟商会在 2017 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政府为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等高技术产业提供

了大量补贴，甚至导致了这些产业的产能过剩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 2018 年发布的对华 301 调

查报告中指出，“‘中国制造 2025’和各种以信息

通信技术为重点的计划要求中国实施大量的政府干

预和金融及其他支持，以将中国变成世界技术领导

者”[2]。

虽然中国目前在补贴问题上的压力主要来自

双边，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也受到严重损害，2019年

12 月 10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甚至将

陷入“停摆”①，但 WTO 中的《补贴与反补贴措

施协定》（以下简称《SCM 协定》）仍然是最具

约束力的补贴规则。一方面，无论是关于补贴的双

边谈判，还是 WTO 补贴规则改革，最终都将以《SCM

协定》为基础。另一方面，即使 WTO 上诉机构停

摆，《SCM 协定》仍然可以通过专家组的裁决获

得部分约束力，同时也不排除通过替代性的诸边方

案②或 WTO 仲裁机制 [3] 来保持原有的约束力。因

此，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补贴问题仍然需要重点考

虑《SCM 协定》的约束。

1　《SCM协定》对科技创新政策的约束

《SCM 协定》是 WTO 框架下专门对各成员的

补贴和反补贴措施进行规制的协定。其对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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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自 2017 年以来美国持续阻挠 WTO 争端解决机构新任大法官的遴选，在任大法官的数量逐渐减少。2018 年时在任大法官的数

量仅剩 3 名，已经是审理上诉案件的最低人数。在 2019 年 12 月 10 日其中 2 名大法官退任后，WTO 上诉机构将陷入“停摆”，

经过专家组裁决的案件将无法上诉。

②　2019 年 7 月，欧盟与加拿大商定，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由 WTO 总干事从已离任的大法官中挑选适用于欧加双方的临时仲裁员，

解决双方贸易争端的上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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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约束应从 3 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科技创

新政策是否属于《SCM 协定》意义上的补贴？其次，

如果科技创新政策属于补贴，是否符合《SCM 协

定》的规定？最后，如果科技创新政策违反了《SCM

协定》，会有怎样的后果？

1.1　科技创新政策属于补贴

根据《SCM 协定》第 1.1 条对于补贴的定义，

如果存在由“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

资助”并“因此而授予一项利益”，就“应视为存

在补贴”。因此，如果科技创新政策同时满足“政

府或公共机构”“财政资助”和“授予利益”3 项

要素，就属于《SCM 协定》意义上的补贴。

首先，科技创新政策一般是由政府制定的，并

往往给予政策实施对象在市场条件下难以获得或者

优于市场条件的利益，因而满足“政府或公共机构”

与“授予利益”两项要素。

其次，“财政资助”的定义范围十分广泛，涵

盖了绝大部分的科技创新政策类型。《SCM 协定》

第 1.1 条（a）（1）项定义的“财政资助”主要有 3 类，

第一类是“资金的直接转移（如赠款、贷款和投股）、

潜在的资金或债务的直接转移（如贷款担保）”，

第二类是“放弃或未征收在其他情况下应征收的政

府税收（如税收抵免之类的财政鼓励）”，第三类

是“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或服务，或

购买货物”[4]。对应来看，科技计划一般是由政府

直接提供资金，属于第一类财政资助中的“赠款”；

科技税收政策一般是针对高技术企业或研发活动给

予税收优惠，属于第二类财政资助；科技金融政策

一般是针对高技术企业或产业提供信贷、担保、保

险服务或实施股权投资等，属于第一类财政资助；

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属于第三类财政资助中的“政府

购买货物”；科技规划则往往同时构成多种财政资

助。

因此，科技规划、科技计划、科技税收政策、

科技金融政策以及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大部分都属于

《SCM 协定》意义上的补贴。

1.2　科技创新政策构成违规补贴的两个条件

虽然大部分科技创新政策都属于补贴，但这些

政策并不必然违反《SCM 协定》的规定。一项补

贴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才能构成违规补贴。一

是具有“专向性”，二是对其他成员的利益造成了

“不利影响”。

首 先 是 具 有 专 向 性。 根 据《SCM 协 定》 第

1.2 条，只有专向性补贴才受其主要条款的约束。

《SCM 协定》第 2 条对“专向性”作了界定。具

体而言，专向性分为 3 类。一是法律专向性，即

在政策文件中将补贴限定授予有限的一组企业或

产业①；二是事实专向性，即在事实上仅有少数企

业或产业获得补贴②；三是地区专向性，即仅针对

管辖范围内的一部分地区实施补贴③。《SCM 协定》

并没有明确规定多少数量的企业或产业才属于“一

组”或“有限数量的”，相当于将专向性的判定交

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决定。但一般而言，如果将补

贴限定授予少数的企业或产业，就很可能被认定为

具有专向性。因此，如果科技创新政策将支持对象

限定在少数的企业或产业范围内，就很可能构成专

向性补贴。此外，中国在入世时还作出了额外的承

诺。《中国加入议定书》第 10.2 条规定，“对国

有企业提供的补贴将被视为专向性补贴，特别是在

国有企业是此类补贴的主要接受者或国有企业接受

此类补贴的数量异常之大的情况下”。因此，如果

中国某些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持对象主要是国有企

业，或者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将

直接构成专向性补贴。

其次是产生了“不利影响”。《SCM 协定》

第 5 条规定，“任何成员不得通过使用第 1.1 条和

1.2 条所指的任何补贴而对其他成员的利益造成不

利影响”。从 WTO 争端的角度，“不利影响”实

际是指在本土市场、起诉方市场或第三方市场中对

起诉方同类产业造成的竞争损害，例如价格抑制、

价格压低或者销售损失等。而在补贴争端中，如果

双方企业的产品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和竞争关系，

①　即《SCM 协定》第 2.1 条（a）项所界定的，“授予机关或其运作所根据的立法将补贴的获得明确限于某些企业”。

②　即《SCM 协定》第 2.1 条（c）项所界定的，“有限数量的某些企业使用补贴计划、某些企业主要使用补贴、给予某些企业不成比

例的大量补贴”等。

③　即《SCM 协定》第 2.2 条所界定的，“限于授予机关管辖范围内指定地理区域的某些企业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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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是较容易证明的。因此，

如果科技创新政策所支持企业的产品对其他国家的

同类产品带来了竞争压力，就很可能被认定为存在

“不利影响”。

此外，如果科技创新政策构成“禁止性补贴”，

则无论是否产生“不利影响”，都是违规的。《SCM

协定》第 3.1 条所界定的禁止性补贴包括出口补

贴①和进口替代补贴②两类。第 3.2 条规定，“一成

员不得给予或维持第 3.1 条所指的补贴”。中国在

入世时也通过《中国加入议定书》承诺，“取消属

于《SCM 协定》第 3 条范围内的所有补贴”。因此，

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的支持不能以出口实绩或进口

替代为条件。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SCM 协定》第 8 条规

定了不可诉补贴。不可诉补贴即便具有专向性，也

可免于被起诉。不可诉补贴包括研发补贴、对落后

地区的补贴和环境保护补贴。《SCM 协定》第 8.2 条

（a）项对研发补贴作出了界定，即符合一定条件

的“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机

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

据此，很多科技创新政策都可归入研发补贴的范围。

然而，《SCM 协定》第 31 条同时规定，“第 8 条

的规定应自《WTO 协定》生效之日起适用 5 年”。

由于 WTO 成员没有在 5 年适用期结束前就第 8 条

的延长达成一致，不可诉补贴条款实际上已经在

1999 年失效。因此，研发补贴目前也属于可诉补贴，

科技创新政策仍然要接受与一般补贴同样的约束。

1.3　科技创新政策违反《SCM 协定》的后果

对于受补贴影响的国家来说，针对相应的补贴

可以采取两种措施。第一种是在 WTO 中依据《SCM

协定》诉诸争端解决。第二种是依据《SCM 协定》

第五部分（“反补贴措施”）的规定，采取单边的

反补贴措施。

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相应的补贴被判定违

规，被诉方应采取补救措施。《SCM 协定》第 7.8 条

规定，“如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机构报告获得通过，

其中确定任何补贴对另一成员的利益导致第 5 条范

围内的不利影响，则给予或维持该补贴的成员应采

取适当步骤以消除不利影响或应撤销该补贴”。据

此，被诉方可以通过“采取适当步骤以消除不利影

响”或“撤销该补贴”来实施补救。“采取适当步

骤以消除不利影响”是指对补贴措施进行修改，而

“撤销该补贴”则意味着终止该补贴措施。因此，

如果科技创新政策违反《SCM 协定》，在第一种

情况下，需要终止或修改该政策。

在第二种情况下，受补贴产品将被进口国征收

反补贴税③。反补贴税主要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

征收反补贴税的金额。《SCM 协定》第 19.2 条规定，

“是否征税的决定，及征收反补贴税金额是否应等

于或小于补贴的全部金额的决定，均由进口成员的

主管机关作出”。第 19.4 条规定，“对任何进口

产品征收的反补贴税不得超过认定存在的补贴的金

额”。也就是说，进口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征收反

补贴税，以及征收反补贴税的金额，但不能超过所

认定的补贴金额。其次是补贴金额的认定。《SCM

协定》第 14 条虽然要求“以接受者所获利益计算

补贴的金额”，也规定了计算补贴金额的 4 项准

则，却并没有给出统一的计算方法。所以，在现实

中，进口国往往会从高认定补贴金额，进而征收较

高的反补贴税。因此，如果科技创新政策违反《SCM

协定》，在第二种情况下，将导致受支持的产品被

征收至多与所获政策利益相等的反补贴税，相当于

将本国政府的财政资源转移到进口国政府手中。

2　中国各类科技创新政策与《SCM协定》

　  协调的主要问题

由于 WTO 对于禁止性补贴的监督和限制较为

严格，中国在入世前后已对禁止性补贴进行过大规

模清理，目前已很少有科技创新政策构成禁止性补

贴。而一般性补贴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实际与产

业的国际竞争有关，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环节是很

难对此进行预判或控制的。因此，整体上看，中国

①　根据《SCM 协定》第 3.1 条（a）项，出口补贴是指“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条件或多种其他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

②　根据《SCM 协定》第 3.1 条（b）项，进口替代补贴是指“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多种其他条件之一而

给予的补贴”。

③　根据 WTO 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 6.3 条的定义，反补贴税是指“为抵消对制造、生产或出口所直接或间接给予任何

津贴或补贴而征收的一种特别税”。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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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政策与《SCM 协定》的协调主要集中在

“专向性”问题上。而从不同的政策类型看，由

于政策执行者、政策实施方式、政策实施对象的不

同，各类科技创新政策与《SCM 协定》的协调还

存在显著的差异。

2.1　科技规划与《SCM 协定》的协调

中国目前的科技规划体系既包括以 15 年为周

期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也包括与国家五年经济

发展规划并行的五年期科技发展规划，还包括特定

领域的科技发展专项规划。科技规划不仅是科技创

新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还被视为一种“顶层

设计”，对于国家科技资源的配置起到重要的指导

作用。而这种“顶层设计”属性，同时也导致了科

技规划在与《SCM 协定》协调上的两方面特征。

一方面，科技规划一般不会直接产生违反

《SCM 协定》的问题。科技规划的内容大多是指

导性、方向性的，没有深入到执行的层面，其实施

需要依据配套政策或实施细则的规定。因此，科技

规划一般不会直接构成违规补贴。在补贴争端中，

科技规划也不会成为被诉的“主因”。截至 2019 年

12 月，中国科技规划的配套政策已经在 3 起 WTO

补贴争端中被诉①，但中国科技规划本身还没有被

诉的案例。

另一方面，科技规划提高了“下游”政策与

《SCM 协定》冲突的风险。科技规划在客观上具

有一定程度的政府引导、指令甚至干预的特征。当

其“下游”的配套政策或实施细则对少数企业或产

业进行支持时，就更容易被认定为构成专向性补贴。

此外，中国在规划文件中习惯于列出一组产业并声

明给予“重点扶持”“财税支持”等，也可能被其

他国家视为专向性补贴的间接证据。

2.2　科技计划与《SCM 协定》的协调

科技计划是政府通过财政资源集中支持科技

发展的重要方式。自 1982 年设立科技攻关计划以

来，中国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

2014 年《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

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发布以后，中国国家科技

计划重新整合成五大类，形成了全新的国家科技计

划体系。

由于科技计划相对明显的“计划”属性，其与

《SCM 协定》实际存在较高的冲突风险。在美国

与欧盟持续十余年的大飞机补贴争端（DS316 案、

DS353 案）中，美国先进技术计划（ATP）、欧盟

框架计划（FP）和英国技术计划（TP）均已被诉。

截至 2019 年 7 月，中国科技计划还没有在 WTO

中被诉。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中国科技计划所

投入的资金数额相对较小，其他成员的诉讼动力不

足，二是一些较大的科技计划所支持的产业还在发

育中，没有对外国同类产业构成较大的竞争压力。

未来，随着中国科技计划支持的高技术产业竞争力

逐渐增强，这些计划面临的被诉风险也将大幅增加。

从补贴规则条款和科技计划补贴争端的案例

来看，中国科技计划的类别及其组织实施方式的不

同，会导致合规风险的差异。

从“不利影响”的角度，不同类型的科技计划

存在不同程度的合规风险。“不利影响”主要涉及

对产品、产业的损害或损害威胁。因此，越接近产

业应用的科技计划，被诉的可能性就越高。而致力

于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或基地建设的科技计划，被

诉的可能性就很低。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

资助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缺少“不利影响”的条

件，不存在合规风险。基地和人才专项主要为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和人才建设提供支持，距离产业端较

远，领域宽泛，也不存在合规风险。

从“专向性”的角度，科技计划的组织实施方

式也会影响其合规性。从美国诉欧盟框架计划的判

定来看，判定科技计划是否具有专向性的关键在于，

科技计划的实施方式、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以及资金

的分配机制，特别是科技计划下各类项目是否构成

了面向特定产业的封闭资金池 [5]。如果科技计划项

目预先面向少数的产业或企业划定了固定的资金额

度，就很容易被认定为具有专向性。据此判断，中

国目前面向特定产业或产品的某些科技计划项目，

实际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而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

金）强调运用市场机制引导创新活动，而且并不局

限于特定产业，合规风险较低。

①　包括在 2012 年美国诉中国汽车出口补贴案（DS450）和墨西哥诉中国纺织品服装补贴案（DS451）中涉案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若干配套政策》，以及在 2008 年美国诉中国出口补贴案（DS387）中涉案的《实施〈贵

阳市“十一五”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6—2010 年）〉的若干配套政策》。

 ◇黄　宁：WTO 补贴规则下中国科技创新政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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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技税收政策与《SCM 协定》的协调

在中国开征的 18 个税种中，涉及科技税收政

策的税种较多，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但总起来看，中

国目前的科技税收政策体系是以所得税税收优惠为

主体的 [6]。与科技规划和科技计划相比，科技税收

政策具有较高的普惠性，因而整体的合规风险要低

于科技规划和科技计划。但具体到不同类型的科技

税收政策，却在专向性上存在差异。本文主要分析

覆盖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 3 类科技税收政策，即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和针对特定高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是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与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的专向性。在一些国家提交 WTO 争

端解决的磋商申请或单边的反补贴调查中，中国高

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被视为具有专向性。例如，在 2015 年美国对华无

涂层纸反补贴案中，美国商务部认定，对“高新技

术企业”的指定具有特定性，因而在法律上构成了

专向性。在 2011 年美国对华晶体硅光伏电池反补

贴案中，美国商务部则认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构成了法律上的专向性 [7]。但这些认定并没有经

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检验。本文认为，如果交

由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定，这两项政策很可能不会

被认定为具有专向性。第一，这两项政策所覆盖的

产业和企业范围是较为广泛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

优惠政策涵盖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

新材料、高技术服务 8 个高新技术领域。截至 2018 年

底，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8.1 万家。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则覆盖了除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

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娱乐业 6 个行业以外的所有行业。2018 年仅上海

市就有 1.3 万家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如此宽泛的产业和企业范围，并不符合《SCM 协定》

认定专向性所使用的“一组”或“有限数量”的条件。

第二，企业享受这两项政策优惠需要达到客观的标

准。《SCM 协定》第 2.1 条（b）项规定，“如授

予机关或其运作所根据的立法制定适用于获得补贴

资格和补贴数量的客观标准或条件，则不存在专向

性”。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以及《关于完善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

119 号）等文件则属于这种“客观标准或条件”。

二是针对特定高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例

如，针对集成电路生产、软件开发等特定高技术领

域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与普惠性的高新技术企

业税收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相比，这类政

策的专向性风险较高。由于其适用范围集中在特定

的产业领域，一旦发生争端，很可能被认定为《SCM

协定》第 2.1 条意义上的“一组企业或产业”，进

而被判定为具有专向性。

2.4　科技金融政策与《SCM 协定》的协调

科技金融政策包括创业投资政策、资本市场、

科技信贷与担保、科技保险以及科技类政府引导基

金等。其中，创业投资政策与资本市场主要依据市

场化机制运作，政府在其中很难发挥“财政资助”

的作用，因而不会产生与《SCM 协定》冲突的问题。

而科技信贷与担保、科技保险以及科技类政府引导

基金与《SCM 协定》的协调则相对复杂，并且均

存在一定程度的合规风险。

科技信贷与担保和科技保险的合规风险主要

源于 3 点。第一是“公共机构”的认定。如果科技

信贷与担保或科技保险是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

的，一般会被直接认定为“公共机构”。但如果

是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提供的，则其是否属于“公共

机构”并没有明确的条款界定，因而需要参考专家

组和上诉机构在相关案件中的裁定。而根据中国诉

美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DS379）的上诉机构裁

定，如果某实体根据政府授权或代表政府行使相关

职能，该实体就可以在行使该职能上被认定为“公

共机构”，并据此认定美国商务部在相关反补贴调

查中关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属于“公共机构”的认

定是有充足依据的。因此，如果有相关的政策文件

（如科技规划），证明商业性金融机构所提供的科

技信贷与担保或科技保险是根据政府的指导实施

的，该金融机构就将在相应的措施上被认定为“公

共机构”。第二是“授予利益”的认定。理论上说，

如果金融机构所提供的科技信贷与担保或科技保险

符合国内市场价格，就不应被视为存在“授予利

益”。然而，在加拿大诉美国软木案（DS257）中，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定认可了在一定条件下使用

外部基准（即其他国家的可比价格）的合法性，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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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379 案的裁定进一步确认了在贷款利率上使用外

部基准的可行性。换言之，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基

于国内市场价格提供科技信贷与担保或科技保险，

也可能被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基于外部基准认定为存

在“授予利益”。第三是“专向性”的认定。在

DS379 案中，专家组针对政策性贷款的专向性作出

了非常宽泛的解释，上诉机构进一步认为，“针对

财政资助的明确限制必然限制了利益授予，因为只

有获得财政资助的企业或产业才有资格享受相应的

利益”[8]。因此，如果相关政策文件在科技信贷与

担保和科技保险的适用范围上作出明确的限制，就

将引发较高的专向性风险。总起来看，虽然科技信

贷与担保和科技保险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但如果存

在明确限制产业范围的相关政策文件，专家组或上

诉机构又在衡量“授予利益”时使用外部基准，仍

然可能被认定为违规补贴。

科技类政府引导基金的合规风险则主要集中

在“专向性”上。近年来我国政府引导基金迅速发

展，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国内共设立 1 686 支政

府引导基金，基金已到位资金规模达到 4.13 万亿

元 [9]。其中有不少基金定位于推动科技创新、产业

升级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起了发达国家的关

注。2019 年美国 [10] 与欧盟 [11] 在 WTO 补贴委员会

向中国提出的质询中，就特别关注了面向半导体、

先进制造、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产业的政府引导

基金情况。由于政府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的政策

性基金，因而被认定为补贴的可能性较高。其中，

适用范围较宽泛的如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由于不限于少数企业或产业，

不具有明显的专向性特征。但面向少数或特定产业

的基金却存在这种风险。例如，针对集成电路产业

设立的基金就具有明显的专向性特征。一旦所支持

的产业形成竞争力，这类基金就很可能在 WTO 中

成为被诉的目标。

2.5　创新产品政府采购与《SCM 协定》的协调

政府采购市场规模庞大，可以为促进企业创新

发挥较强的引导作用。中国曾在 2009 年出台自主

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但该政策最终受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而中止。该政策与《SCM 协定》协调的

问题并没有经过讨论。实际上，如果中国未来重新

出台此类政策，仍需要考虑《SCM 协定》的约束。

如果符合一定的条件，创新产品政府采购也可

能被认定为属于专向性补贴。首先，对此类政策“授

予利益”的认定，需要依据《SCM 协定》第 14 条

（d）项的规定，“政府……购买货物不得视为授

予利益，除非购买所付高于适当的报酬”。因此，

如果政府采购创新产品所付的价格高于市场基准，

就将构成补贴。而根据前述 DS257 和 DS379 案关

于“外部基准”的裁定，政府采购即便按照国内市

场价格进行，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依据外部基准

认定为存在“授予利益”，进而构成补贴。其次是

“专向性”的认定。创新产品的认定范围是影响“专

向性”的关键。如果仅仅针对特定的高技术产业，

也很容易构成专向性。例如，在 DS353 案中，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所实施的一部分航空

研发补贴就是通过政府采购合同的方式实施的，由

于其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领域，最终就被上诉机构

认定为属于专向性补贴。

3　新形势下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补贴问题面

　  临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发达国家对华技术限制的加强以及多边补贴规则

改革的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补贴问题还将在

WTO 框架下面临新的挑战。

第一，中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将导致

“不利影响”增加。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

据库的数据计算，2003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额

仅是美国的 2/3，2017 年该比例已经反转为 9/2。

2018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对华 301 调查

报告则指出，目前美国占据了全球高技术制造业生

产份额的 29%，中国紧随其后占到 27%。而随着

中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受科技创新政

策支持的国内企业对其他国家同类企业造成的“不

利影响”将逐渐显现。一方面，受影响的国家将有

更大的动机发起补贴诉讼；另一方面，相应的政策

被认定为违规补贴的可能性也会提高。

第二，中国应对外国技术限制的措施可能导致

科技创新政策的“专向性”提高。近年来美国、欧盟、

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技术投

资限制和科技交流限制越发严格。为应对外部技术

来源渠道的收缩，中国可能会调整科技创新政策的

 ◇黄　宁：WTO 补贴规则下中国科技创新政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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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式。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在此指导下，如果为突破一些产业应用技术而开展

“集中攻关”，相应出台的科技创新政策必然会限

于“一组企业或产业”，继而造成更高程度的专向性。

第三，WTO 补贴规则的改革可能使得中国科

技创新政策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当前，WTO 改革

开始推进，补贴规则改革是关键议题之一。美国、

欧盟、日本在 2018 年 5 月发布的三方联合声明中

详细提出了有关 WTO 改革的建议，其中专门附有

关于补贴规则调整建议的附件 [12]。欧盟在 2018 年

9 月单独发布了题为《WTO 的现代化：欧盟的未

来方案》的文件，其中也涵盖了关于 WTO 补贴规

则改革的建议 [13]。综合分析上述建议文件，发达

成员对于补贴规则改革的诉求主要有 3 点。一是提

高补贴透明度与通报义务，并制定对应的约束机制。

例如，设立一种“可予反驳的推定机制”，如果一

项补贴未被通报或被反向通报，则可推定其为补贴

甚至导致严重侵害的补贴；二是扩大“禁止性补贴”

的认定范围。例如，对于“最有害”的补贴类型，

应当完全禁止，或者要求补贴国证明该补贴不会对

其他国家造成商业损害；三是针对补贴制定新的救

济规则。例如，针对导致产能过剩的补贴提供更具

针对性的救济措施。中国并未针对这些具体建议进

行回应，而是在 2019 年 5 月发布的《中国关于世

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中简略提出了补贴规则改

革的建议 [14]。一是恢复不可诉补贴并且扩大其认

定范围；二是强化反补贴约束。包括澄清和改进补

贴认定、补贴利益确定、可获得事实等相关规则，

改进反补贴调查的透明度和正当程序，防止反补贴

措施的滥用；三是给予发展中成员、中小企业和公

共利益更多考虑。如果按照中国的提议改革补贴规

则，那么一部分科技创新政策将作为研发补贴而免

除被诉风险。但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提议改革补贴

规则，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将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一

方面，如果严格遵守补贴通报义务，大量科技创新

政策都需要向 WTO 进行通报，不仅会对中国科技

部门的管理工作造成较大压力，还会加剧国际上的

关注和争议；另一方面，一部分科技创新政策将被

认定为禁止性补贴，并遭受更多的反补贴调查，例

如，按照美欧日在 2018 年 9 月发布的三方联合声明，

“国有银行向企业提供与其信用不符的贷款”以及

“政府或政府主导的投资基金基于非商业考虑的股

权投资”属于“最有害”的补贴类型 [15]，那么部

分科技信贷与担保和科技类政府引导基金将被列入

禁止性补贴的范围，直接构成违规。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中国大部分科技创新政策都属于《SCM 协定》

意义上的补贴。这些政策如果具有专向性，并对其

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就会违反《SCM 协定》。

而违规的科技创新政策可能被迫终止或进行修改，

或者导致受支持的产品被征收反补贴税。

整体上看，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SCM 协定》

协调的关键是“专向性”。由于政策执行者、政策

实施方式、政策实施对象的不同，各类科技创新政

策的合规风险还存在差异。科技规划虽然不会直接

违反《SCM 协定》，但却增加了“下游”政策的

合规风险。面向特定产业或产品的科技计划项目存

在较高的合规风险。科技税收政策整体的合规风险

较低，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与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不具有专向性，但针对特定高技术产

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却带有专向性特征。科技金融政

策的市场化程度虽然较高，但根据 WTO 相关案件

的裁定，某些类型的科技信贷与担保、科技保险

以及科技类政府引导基金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合规风

险。创新产品政府采购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被认定

为专向性补贴。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补贴

问题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中国高技术产业

竞争力的提升将导致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更可能成为

被诉目标，并更容易被认定为违规补贴。其次，为

应对发达国家对华技术打压，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

调整可能导致更高程度的专向性。最后，发达国家

所推动的 WTO 补贴规则改革，将使得中国科技创

新政策受到更严格的限制。

4.2　相关建议

第一，弱化科技创新政策的专向性特征。尽量

采取普惠型和功能性的科技创新政策，减少部门导

向型或产业性的科技创新政策。在政策文件中避免

“重点支持”“资金支持”“财税支持”“信贷支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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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等容易产生嫌疑的表述。在实施科技创新补贴

时，尽量扩大涵盖的产业种类和企业范围，设定综

合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并避免按产业对补

贴资金进行划分。

第二，通过不同类型政策的转换来强化合规

性。由于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政策在合规风险上存

在差别，可以借助政策类型的转换来强化合规性，

同时确保科技创新支持的稳定性。例如，将合规风

险较高的某些科技计划项目转换为合规风险较低的

科技金融政策。

第三，在政策设计中，将发达国家技术出口管

制所造成的产业损害作为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补

贴的触发条件。首先，这种以国外政策造成的损害

为条件的逆向政策设计可以在国际舆论中占据道德

优势；其次，由于存在出口管制的外国技术产品不

会进入中国市场，即使中国实施专向性研发补贴，

也不会在国内市场上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如

果在第三国产生“不利影响”而引发补贴诉讼，也

可以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实施抗辩。

第四，在 WTO 补贴规则改革中为科技创新争

取政策空间。发达国家与中国关于补贴规则改革的

建议实际并不存在直接冲突。禁止性补贴范围的扩

大与不可诉补贴范围的扩大并不矛盾。如果 WTO

补贴规则的改革最终采用折中方案，同时扩大禁止

性补贴和不可诉补贴范围，中国仍然可以通过政策

调整来为科技创新政策创造空间。例如，减少可能

导致产能过剩的产业补贴，同时增加研发补贴，减

少一般意义上的专向性研发补贴，同时增加针对中

小企业和资源环境类的研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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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on Venture Capital Market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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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2,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continued to carry out the 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survey, track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e macro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2018, 
the 17th 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special survey data and industry survey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and China’s venture capital industry in 2018. At the same tim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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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WTO framework, the SCM Agreement has formed a general constraint on the issue 
of subsidies for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I) policies. The key to harmonize China’s STI 
policies with the SCM Agreement is “specificity”. However, the compliance risk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TI policies 
also differ.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strengthening of 
technological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reform of multilateral subsidy rules, the issue 
of subsidies for China’s STI policies will face new challenges.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relate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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